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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國在經濟向上發展以及與國際接軌的階段，正

遭遇到許多前所未有的問題，諸如道德價值缺失，組

織經營中的不道德行為或者說腐敗行為。1 針對這種

現象，理論和政策研究以及在實踐管理上，很大程度

都致力於管理政策和處罰制度的強化。儘管如此，組

織中的不道德現象，包括腐敗現象仍然屢見不鮮。 

刻板印象上，人們普遍認為是那些貪婪的個人從

事了不道德行為，是制度的缺陷導致了不道德行為，

因此需要強化管理政策和處罰制度。然而，我們幾乎

都忽略了另一種狀況。試想，那些貪婪的個體，如果

沒有來自一般公民，要不然就是奉公守法的公民的被

動性合作，或者至少說是被動性容忍的話，這些貪婪

個體的不道德行為也不可能成功。事實上，在組織中

出現的不道德行為很少是那些單一個體精心製造出一

個有預謀的計劃來矇騙其他人，而卻是一些誠實的公

民或組織成員容忍了，甚至隱瞞了一些不道德的行為

和肆無忌憚的個體們的副產品。2

儘管人們深知不道德行為，包括腐敗影響甚為惡

劣的同時，一種“腐敗亞文化”還是在我們身邊悄然

出現，不道德行為和腐敗的被接受程度也在悄然擴

大，因為無論是不道德行為本身還是它所催生的潛規

則，都具有很強的滲透性和擴散性。腐敗開始成為一

種人人都要去適應的生活方式，甚至開始成為社會中

一種被人們接受或默認的價值。這種亞文化的存在和

流傳，不但提高了人們對腐敗的的容忍度，也會使得

全社會的道德狀況下滑，腐敗被日常化。 

最近，內地某報紙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佔受訪

總數 67.7%的人表示，如果發現領導有貪污受賄行為

不會主動向檢察機關揭發；35.9%的人會裝作甚麼也

不知道。這一調查結果表明，社會生活中有相當部分

的人對不道德行為採取了容忍的態度。這種容忍態度

至少讓我們看到兩個深層次的問題：一是組織中的不

道德行為已滲透到社會的各個細胞，由異態變為常

態，人們開始習慣它並接受它；二是其結果將會使國

家為對不道德行為的容忍付出高昂的撥亂反正的代

價。 

在商業倫理方面，學者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探

索了影響商業倫理的個體層面、組織層面和社會層面

的諸多影響因素。只有全面瞭解影響的各種因素對防

止腐敗才具有防範作用。然而從社會、文化、倫理角

度對容忍不道德行為的影響因素研究還非常少，在這

方面涉及中國的研究更寥寥無幾。現有的一些研究比

較多的是以文獻搜集或者案例分析作為分析手段，而

從實證角度分析，以資料為基礎的剖析的相關研究則

少之又少。 

基於上述背景與動機，本論文將通過理論與實證

相結合的研究方式，以權力距離、道德信念等可能影

響容忍行政腐敗的因素作為影響變數，來探索它們對

容忍組織中的不道德行為的影響，並同時探討這三者

之間的互動機制。 

 

 

二、理論背景與研究假設 

 

近幾年來出現在美國的安隆風暴(Anron)，意大利

帕瑪拉特 (Parmalat)財務醜聞，美國醫療保健企業

(HealthSouth)弊案，直至中國的三聚氰胺牛奶事件，

都顯露了一些共同點，即一些不法個體與其他守法公

民的默許一起產生了作用，那些守法的公民通過視而

不見，麻木不仁容忍了他人在組織中的不道德行為。

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同樣程度地在容忍這種不道德

行為，他們當中，會有一些“揭發者”(whistleb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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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指出事件的不法性，而不是跟着別人一起走。美國

保護揭發者的法律諸如“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

(Sarbanes-Oxley Act)為願意披露和揭發組織中的不法

行為的員工提供法律保護。儘管如此，這種保護終究

是來自外部的因素，這種保護揭發者的法律並不能勸

阻組織中的其他跟隨者。Trevino於 1986 年的道德決

策研究指出，個體道德決策取決於兩大主要因素，即

內部如個體特質等因素和外部如法律等因素。3

在公開表達的意見上，多數人都傾向於認為一個

道德的社會更趨於理想。但是，在私人態度上，人們

則可能基於不同理由而持着一些容忍不道德行為的意

見。有一種觀點認為，每個公職人員也是普通人，他

們從事其職業也同樣是為着他們個人生活前景的改

善。而且，就他們由於從事公共事務的管理工作而影

響了他們通過從事其他職業來賺錢這點而言，他們的

腐敗行為至少是可能得到原諒的。另有一種觀點認

為，在工作場所，透過社會化過程，社會壓力會驅使

員工容忍他人的不道德行為。4

在中國，還有一些人認為，只要官員能夠使社會

的經濟得到發展，能給公司帶來福利，即使有不道德

行為，也可以得到適當原諒。一些學者甚至提出了中

國反腐問題的平衡思路：在中央－地方分權體制下，

在一定程度上將容忍腐敗看作是對官員收入的間接補

償，是給官員提供一種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增長

的有效激勵；同時，必須“有選擇地”治理腐敗，防

止過度腐敗。 

從上述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對不道德行為或

腐敗的容忍態度，已經是一種不可忽略的滋長和佑護

不道德行為和腐敗的重要因素。為此本研究試圖從理

論上加強對員工決定最終容忍不道德行為過程的研

究。 

 

(一) 權力距離與容忍腐敗 
權力距離是一種文化與另一種文化相區別的一個

維度，通俗的說，它指一種特定文化中重視和尊重權

威的程度。它在個人層面上是不可以與在社會層面的

權力距離的定義相混淆的。5

權力距離是指社會承認和接受的權力在機構和組

織中的不平等分配的範圍。6 權力距離的大小可以用

指數PDI(Power Distance Index)來表示，指數越高，表

示個體的權力距離取向越大。資料顯示，對全球 74
個樣本國家的文化維度評估中，中國大陸PDI指數為

80，排名為 12-14 位(包括香港)，與阿拉伯國家與孟加

拉的指數並列。7 根據上級決策的方式、上下級發生

衝突時下級的恐懼心理等因素可以來確定權力距離指

數的概念。 

Hofstede指出，高權力距離意味着權力和財富的

巨大不平等以及文化對這一問題的高容忍度。在這種

文化體制下，存在等級制度，阻礙下層員工向上層流

動。低權力距離意味着，這種文化禁止權力和財富方

面的差異，這樣的環境強調平等和機會。在中國範圍

的權力距離趨向尊重有權威性的人物。有高權力距離

的下屬，他們高度服從於權威人物，相比其類似的低

權力距離指數的貢獻，他們較少依賴那些互惠準則。

工作關係間的潛規則在中國的文化下相對在美國和其

他西方國家間表現得更為明顯。Hofstede在關於衡量

民族文化特徵的研究中指出，東方文化影響下的權力

距離指數較高，人們對不平等現象通常的反應是漠然

視之或忍受。而西方文化影響下產生的權力距離指數

較低，“權力意識”深入人心使得他們對權力分配的

不平等現象具有強烈的反抗精神。中西文化的一個明

顯的區別在於，中國文化中含有更多的關於“權力”

的歷史和哲理。Hofstede通過對孔子儒家文化的研究

發現，傳統中國社會的穩定性建立在人們不平等的關

係基礎之上。以中國而言，近五十年來，由於政治、

經濟及言論之高度集權管控8，中國社會之氛團一直處

在較為封閉且傳統的集體主義單一文化下，使得外界

文化對其衝擊不但較低且趨緩，其權力距離大小、不

確定性規避程度高低與集體主義傾向之文化構面等都

對組織規範有一定的影響。個人較易接受組織之各種

約束，從而個人道德決策亦較易受到組織規範強弱(如
組織道德規範)之影響。孔子界定了五種最基本的社會

關係:君臣關係、父子關係、兄弟關係、夫妻關係和尊

卑關係。這些關係包含了雙方相互的義務，也反映出

權力大小的對比。9 由於孔子對這些關係的界定深入

人心，長期以來中國人已經習慣於接受這些社會所安

排的角色，並履行角色所應盡的義務。對這些義務的

履行，它實際上也表明了這些依附在這些義務上的權

力不對等已經被中國人所接受。10

Sanyal的研究指出，權力距離與受賄是正相關

的。一個國家的人民如具有強烈的權威感，就有可能

對腐敗的政府官員和政治家更寬容。11

在高權力距離的國家裏，下屬對上級的依賴是以

一種家長式的形式出現的，即上級為下屬提供好處，

下屬以忠誠報恩。這些好處不根據成績決定，而是在

一個平衡的基礎上，雙方分別提供優惠和忠誠。家長

式的制度留下大量的偏袒和裙帶關係，從而形成腐敗

的空間。Takyi-Asiedu發現，在高權力距離的國家“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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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涉及權力的人，只要他們繼續執政，他們的腐敗行

為幾乎總是被掩蓋了”，這些幌子是下屬絕對忠誠的

必然結果。12 Cohen、Pant與Harp在研究報告中指出，

高權力距離文化下的人們將更加有可能將腐敗行為視

為道德的。13 因此，一個高權力距離國家的人們將更

能容忍貪污腐敗的不良行為。 

 

(二) 個人對組織的道德信念與容忍腐敗 
一些商業倫理研究發現員工經常會在個人道德標

準與他們所服務的組織利益之間發生衝突。14 Froelich 
and Kottke開發了一個測量量表，用於衡量可容忍的道

德標準與感知組織利益之間的衝突。這一測量表可用

來測量個體是否認為組織利益可以超越任何個人或社

會的道德原則。15

Rest的道德模型指出：道德問題起源於個體對涉

及道德情境的敏感度。個體的道德推理過程涉及到面

對道德困境時，個體應該判斷做甚麼。Rest的道德行

動模型建立在認知發展基礎上，這種認知發展能確定

道德是個體感知甚麼是好的或者甚麼是對的概念。他

於 1986 年提出道德行為的四個階段模型。他認為個人

在行使道德行為時，由內而外至少產生四個階段的心

理過程：認知、判斷、意圖、行動。在這裏，察覺到

道德問題的存在是道德決策過程的最初階段。道德意

圖和道德行為之所以發生， 是因個人知覺出道德問題

的存在。故個人須先認知道德問題已存在，同時認為

自己需對其採取行動，才會有後續的決策與執行。這

種方法成功地被運用於研究影響個體道德行為的影響

因素上。在此研究中，測量個體道德信仰也是用於研

究容忍不道德行為的最好方法，因為它能準確地抓住

平衡道德原則和組織利益的特點。16  
Sanyal認為，在一些文化社會文化的背景下，人

們更有可能貪污或更有可能容忍腐敗行為。17 有較多

的研究認同價值觀念不同導致容忍腐敗的行為不同。

許多因素都可能影響到那些道德兩難的決定。個人特

徵(例如性別、年齡、人格特質、倫理思想)都有可能

產生影響。18 情境因素，如道德文化或一個組織的倫

理氣候，還可以影響組織成員的道德行為。 

Hu指出，缺乏道德感和責任感的個人更易參與腐

敗活動。他曾針對 130 人的官員作出一個網絡調查，

其中 43%認為腐敗對他人是無害的，41.5%的官員認

為收受賄賂是一種正常行為。19

鑒於上述理論背景，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設和

研究模型： 

假設 1：權力距離感越高的員工，越有可能認為

組織利益可以超越道德原則； 

假設 2：認為組織利益可以超越道德原則的員

工，對不道德行為的容忍度更大。 

 

圖 1 研究架構 

 
 

道德信念 權力距離 容忍腐敗

 

三、研究方法 

 
(一) 測量 
本研究之變項的定義與衡量如下所述，論文所用

量表大多為英文之中文翻譯件，並同時根據現實狀況

補充了幾項情景。 

1. 權力距離 
權力距離量表採用Dorfman與Howell的問題。題

目包括：“管理者在做大多數決策時不需要諮詢下

屬” 、“僱員不應該反對管理者的決定”， “管理

者應避免與僱員進行非工作關係的社會交往”等 6 項

問題。 20 量表採用李克特五點尺度，1=“非常不同

意” ，5=“非常同意”，亦即分數越高，權力距離

數值越大。此量表的可信度為 0.69。 

2. 個人對組織道德的信念 
個人對組織道德的信念(individual beliefs about 

organizational ethics)指個體對組織道德的信仰以及對

所在組織的支持。個人信念量表採用Froelich與Kottke
的問題。題目包括“盈利比產品的安全性更重要”，

“上級要求自己的員工偽造文件沒有甚麼大驚小怪

的”， “即使其他人有些錯誤行為，但是只要是為了

單位獲取最大利益，都可以忽略不計”等共 6 項問

題。21 量表採用李克特五點尺度，1=“非常同意” ，

5=“強烈反對”，亦即分數越高，對組織倫理的個人

信念越趨於道德。量表的可信度為 0.81。 

3. 容忍腐敗 
容忍腐敗量表主要用於測量員工對於單位內腐敗

現象的容忍程度。容忍腐敗題目包括 5 個情景，3 個

情景為此次研究而設計，其餘 2 個情景借鑒了Smith
與Oakley所開發的情景。情景包括：“審計員甲選擇

了一些可以隱瞞某些不正當收入的，但是卻是合法的

財政報告方法，因為他知道報告這些尷尬的不正當收

入會引起公眾對本公司的不良輿論”，“你認識的一

位朋友，為了他的親屬能夠在你公司求職成功，託你

將昂貴的禮物送給你上司希望在招聘中得到惠顧，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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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司鑒於人情，在不平等的條件下錄取了你朋友的

親屬”以及“M負責本公司的原料採購工作，Z是一家

信用和質量上乘的供應商，與M所在公司已有多年合

作關係。最近M的直屬上司要求他中斷與原供應商的

合作，轉而向一家新的原料供應商採購，原因是這家

新供應商與M的直屬上司有親戚關係。結果是，M中

斷了與原供應商的合作，轉為向新供應商採購原

料”。22 量表採用李克特五點尺度，1=“完全可以接

受” ，5=“絕對不能接受”，亦即分數越高，容忍

腐敗程度越小。此量表可信度為 0.82。 
4. 個人信息 
個人信息主要是作基本資料的探討，其測量尺度

為名目尺度，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工作年限、

職位、工作部門等六項。 

 

(二) 問卷收集方法 
本研究主要調研目標為中國內地國企。針對行政

事業單位為研究物件，採用一對一輔助的方式作為資

料分析的來源，進行抽樣調查。調查共發放 550 份問

卷，回收 400 份，400 位被調研者中，55%為男性，

平均年齡為 27，最大年齡為 51。平均工作時間為 5
年。被訪者大多數接受過高等教育。 

 

(三) 數據分析結果 
1. 相關性分析 
研究將員工的權力距離感、對組織的道德信念以

及對腐敗的容忍程度進行相關性分析，帶有*號的因素

表示它們在縱向與橫向因素的關係上都存在相關性，

相關性的強與弱分別用**與*來表示。分析結果(如表

1)所示。其中： 

權力距離與容忍腐敗的在數值上呈現的相關系數

為-0.33**(**表示 p<0.01 顯著)，但因為這兩組量表的

衡量尺度呈反向設置，因此兩者關係實際為正相關，

即：權力距離感越高的員工，容忍不道德行為的指數

也越高； 

關於組織的道德信念與容忍腐敗的相關系數為

0.40**，表示兩者之間有顯著正相關。即組織內員工

個人倫理準則越偏向道德化，對腐敗的容忍程度越低。 

2. 回歸分析 
為了進一步觀察權力距離，道德信念對容任行政

腐敗的影響力，研究做了回歸分析，回歸分析的主要

用於觀察引數對因變數的影響度，影響力的大與小可

以從 p 值來觀察，從下列回歸分析表中可看到(見表

2)，權力距離，道德信念對容忍腐敗的影響力在統計

學上都具有極其顯著的影響意義。(p=0.000 極其顯著; 
p =0.01 略微顯著) 

 
表 1 平均值(M)，標準差(SD)及變量間的相關系數(總數=400) 

變量 M SD 1 2 3 4 5 6 
1. 性別 1.45 0.51       
2. 年齡 2.72 0.91 -0.06      
3. 教育 2.79 0.56 -0.07 -0.28**     
4. 工齡 2.91 1.47 -0.05 0.89** -0.28**    

5. 權力距離 2.63 0.61 -0.07 0.10* 0.02 0.08   
6. 有關組織的道德信念 3.53 0.69 0.16** 0.04 -0.04 0.11* -0.40**  

7. 對腐敗行為的容忍 3.28 0.73 0.04 0.06 -0.10* 0.12** -0.33** 0.40** 
 

表 2 回歸分析 
自變量(容忍不

道德行為) 
R 

平方 
回歸 
系數 

標準

誤差 
F
值

P 值

常數  2.79 0.32   
權力距離 0.14 -0.25*** 0.06 23 0.000
道德信念 0.23 0.35*** 0.05 32 0.000

註：**p<0.01，***p<0.001 

 
從表 2 中的 R 平方表示模型的解釋力來看，行政

人員的權力距離感這一因素對容忍腐敗的解釋力為

14%，行政人員對組織的道德信念對影響容忍腐敗的

解釋力為 23%。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在內地國家企業單位員

工容忍腐敗行為的影響因素。根據對調查問卷所做之

回歸分析，假設 1 和假設 2 均成立，即：在中國國企

中，權力距離越高，對腐敗的容忍程度越高；在中國

國企中，員工個人工作倫理準則越偏向道德化，對腐

敗的容忍程度越低。權力距離對容忍腐敗行為有顯著

正向影響，也就是說那些對權力距離感知較高的公務

人員，越傾向於容忍組織中的道德性偏低的行為。 

個人信念對容忍腐敗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也就

是說即組織內員工個人工作倫理準則越偏向道德化，

對腐敗的容忍程度越低。此研究結果與本研究假設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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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 

 

本研究從個人價值信念認為組織利益可以超越道

德標準為主軸展開研究，個人道德信念幾乎扮演了權

力距離取向和容忍不道德的中介作用。在這個研究模

型中，研究將權力距離取向提升到了很重要的因素之

一。研究結果顯示，儘管在同一文化背景下，個體在

權力距離感方面的差異會成為道德行為與否的重要前

提條件。這種個體間的差異提示給中國的各行各業，

在員工甄選過程中考慮這一變數。研究結果還顯示，

沒有人們的容忍，貪婪的個體難以實現他們個人試圖

改變標準和規範的企圖。研究也警示中國國企和其他

企業要消除組織中的不道德行為，腐敗現象需要從多

種方法入手，應該重視道德信念的監控和過濾，尤其

是在領導層中間。其次，組織都要挑戰這種高權力距

離取向的文化價值，而不是去強化這種文化，以遏制

組織中的不道德行為。還要通過對權力結構的適當分

解和合理調整，把一個部門、一個崗位、一個人負責

多項職能改為負責較少職能，防止權力過於集，中國

文化背景下的組織更應提倡放權領導。 

本研究是首次在中國內地採用以問卷調查作為調

查方法來探索影響容忍組織中不道德行為的因素以及

這些因素之間的關係。從文化和倫理哲學的視角將權

力距離、道德信念作為變量，國企人員對腐敗的容忍

度作為因變量，通過調研和資料統計的方法剖析內地

國企員工對工作場所中的不道德行為的態度，以及影

響他們態度的因素。研究通過實證和量化結合的方

法，從方法學上突破了以往對這類問題的單一的質的

研究。從衡量工具上來講，本研究根據中國實情，開

發了容忍不道德行為的問卷內容，從而豐富了這一測

量工具的有效性，為未來同類題材的研究在測量量表

上做了初步的探索。  

正如研究背景所示，中國目前對容忍組織中不道

德行為的研究為數不多，從內容和理論上，尤其是從

社會文化和倫理的角度來探索這個問題，具有視角的

新穎性。 

然而，僅從個體層面的因素來分析道德信念和道

德態度角度偏單一。正如道德決策方面的經典理論和

模型所論證的，道德行為還取決於情景因素，如組織

環境、企業文化、領導風格等，還取決於外部因素，

如社會環境、法律制度等，要將這一研究做全面，做

深入， 在未來的研究中還需要納入更多的觀察變量。 

 

 

五、附錄：問卷 

 
(一) 有關對權力的認識(1=非常同意，5=強烈反對) 
1. 管理者在做大多數決策時不需要諮詢下屬 

2. 對於管理者來說經常需要使用權威和權力來和下屬

打交道 

3. 管理者不應該經常去徵求員工的意見 

4. 管理者應避免與僱員進行非工作關係的社會交往 

5. 僱員不應該反對管理者的決定 

6. 管理者不應將重要工作委派給僱員 

 

(二) 對組織倫理的個人信念 
1. 上級讓員工支持他(她)認為並不正確的觀點，這沒甚

麼 

2. 為了單位利益和在競爭中取勝，進行一些違反行政道

德的活動是必要的 

3. 即使其他人有些錯誤行為，但是只要是為了單位獲取

最大利益，都可以忽略不計 

4. 一個上級無需注意過程，只需重視預期結果的實現就

行了 

5. 上級要求自己的員工偽造文件沒甚麼大驚小怪的 

6. 盈利比產品的安全性更重要 

 
(三) 組織中的腐敗現象 
1. 工程師丙發現他單位的一些產品會構成安全隱患，但

是他的單位拒絕糾正這些缺陷。於是工程師決定保持

沉默的態度，沒有對外公開。 

2. 審計員丁選擇了一些可以隱瞞某些不正當收入的，但

是卻是合法的財政報告方法，因為他知道報告這些尷

尬的不正當收入會引起一些公眾輿論。 

3. M 負責本公司的原料採購工作， Z 是一家信用和品

質上乘的供應商，與 M 所在公司已有多年合作關係。

最近 M 的直屬上司要求他中斷與原供應商的合作，轉

而向一家新的原料供應商採購，原因是這家新供應商

與 M 的直屬上司有親戚關係。結果是，M 中斷了與

原供應商的合作，轉為向新供應商採購原料。 

4. 你單位有同事工作出現了失誤，上一級領導已經有所

耳聞，但是由於害怕影響單位的評功評獎，開會要求

全部員工掩飾這個錯誤。 

5. 你認識的一位朋友，為了他的親屬能夠在你公司求職

成功，託你將昂貴的禮物送給你上司希望在招聘中得

到惠顧，你的上司鑒於人情，在不平等的條件下錄取

了你朋友的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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